
從心口不一到兩國論— 
李登輝總統任內關於兩岸論述的演變

李福鐘*

摘　要

李登輝在1988年1月繼任總統後，相當長一段時間有關臺海兩岸問題的
公開說法是「中國必將統一」、「臺獨不可行」、「我是臺灣人，也是中國

人」。直到1993年之後，李登輝開始公開主張「中國分裂是事實」，此一論
述的轉變，最直接依據來自於1992年8月1日由「國家統一委員會」所通過的
「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文本。依據這一文本，1949年後「中國處於暫
時分裂之狀態，由兩個政治實體，分治海峽兩岸」。然而李登輝在此後多次

公開講話中，逐漸以「兩個國家」概念置換「兩個政治實體」，並以南、北

韓及東、西德的分裂狀態形容臺海兩岸關係。可以說，1990年代上半葉因為
臺北與北京之間多次的準官方會談—包括1993年4月的辜汪新加坡會談，
李登輝被迫不能再簡單強調「一個中國」，以免在兩岸會談中淪喪國家主

權，因此改而採用「分裂國家」論述，逐步向「一中一臺」模式靠攏，這也

是1999年7月藉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訪問提出兩岸關係是「國家與國
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的緣由。

關鍵詞： 李登輝、心口不一、分裂國家、臺獨、務實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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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99年7月9日李登輝總統接受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電臺訪問，
提出自從1991年中華民國啟動修憲之後，已經將臺海兩岸關係定位為「國家
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以下簡稱「兩國論」）；而且

既然兩岸之間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所以沒有再宣布臺灣獨立的必要。1

六個月後，中華民國舉行第二次總統直接民選，執政超過70年的中國國
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再次淪為在野黨。2 2001年9月21日國民黨考紀
會決議，撤銷李登輝黨籍。3 而稍早在李登輝主導下，臺灣團結聯盟於2001
年8月創黨。此後李登輝關於兩岸關係、中國問題、臺灣主權的論述，愈來
愈朝向建立臺灣國方向發展。2003年3月15日李登輝參加由全球臺獨團體所
召開「世界臺灣人大會」第三次年會，公開表示對大會所擇定主題「認同臺

灣國、制定新憲法」表示支持。李登輝致詞時表示，中華民國必須正名，否

則走不出去；他自己總統任內六次修憲，「修到衣服都不能穿了，將來應該

重新制定一部新憲法」；同時還應該讓國際社會知道，「臺灣是臺灣人的臺

灣」。4

同一天下午，李登輝出席臺灣省李氏宗親會第四、五屆理事長與理監事

交接典禮，致詞中他更表示：「當十二年總統最感惋惜的是沒有自稱『我是

臺灣人』」。5

事實上，李登輝在十二年總統任內，其實說過不只一次「我是臺灣

人」，只不過總會補上「也是中國人」或「臺灣的前途在大陸」之類的說

1 關於李登輝總統從1998年起構思如何強化中華民國國家主權地位論述，至1999年7月公開提出
「兩國論」主張之過程，參考李登輝口述，鄒景雯採訪記錄，《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臺

北：印刻出版公司，2001年），頁222-230。
2 此點論述，係以中華民國（1912-）法體系之連續性及歷史過程為依據，特此說明。
3 〈國民黨撤銷前任主席李登輝黨籍〉，《中國時報》，臺北，2001年9月22日，版1。
4 〈李登輝：認同臺灣國 制定新憲法〉，《中國時報》，2003年3月16日，版4。
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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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如1988年3月21日接見日本眾議員椎名素夫及中國問題專家桑原壽
二，李登輝表示：「本人曾多次表示，本人雖然在臺灣出生，但我也是中國

人，所以我們的目標絕不以建設臺灣為滿足，而是要放眼中國大陸，對於若

干人有關臺獨的論點與主張，本人堅決反對。」6 同年6月7日，接見來臺參
加大陸問題研討會美國學者時，李登輝表示：「登輝雖然是臺灣人，但絕不

認為臺灣應特殊化。因為臺灣無論在歷史、文化及客觀條件上，都沒有獨立

的理由與可能，臺灣的前途在大陸，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登輝日夜思考

的，都是國家安全與如何統一大陸的問題。」7

也就是說，從1988年到2003年，十五年間李登輝有關臺灣主權及國家定
位的表述，是落差極大的，從接任總統之初幾乎完全繼承蔣介石以來傳統國

民黨有關中華民國主權的論述方式，8 到卸任總統之後參加臺獨團體活動，
力倡正名制憲。究竟，李登輝的立場變化是一夕翻轉？還是隨時勢而逐步改

變？

本文主旨，即在於辨識李登輝總統任內有關國家定位的轉移軌跡；尤

其，係隨著臺灣與中國之間關係的演變，表現為一種階段性的戰術手段及策

略選擇。

6 「總統接見日本眾議員椎名素夫及中國問題專家桑原壽二談話紀要」（1988年3月21日），
〈總統談話紀要（四）〉，《李登輝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07000000262A。

7 李登輝先生言論集編輯委員會，《李登輝先生言論集（七）》（臺北：正中書局，1993年初
版二刷），頁263-264。

8 國民黨的這種傳統表述方式可以簡單歸納為：「中華民國政府才真正代表中國，中國共產黨
是叛亂團體，中共政權是『偽政權』。」例如1988年4月11日李登輝接見美國1960年普立茲小
說獎得主亞倫．朱瑞（Allen S. Drury），李總統當時指出：「中華民國政府的目標，仍在重
返大陸，絕不放棄代表全中國合法政府的立場。」見「總統接見美國普利茲小說獎作家朱瑞

（Allen S. Drury）及助理普萊西（Judith Price）談話紀要」（1988年4月11日），〈總統談話
紀要（七）〉，《李登輝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0700000026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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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988年至1992年：心口不一

筆者先前研究，曾試圖證明蔣經國在其第二任總統任內（ 1 9 8 4 -
1988），並未真正安排李登輝作為權力接班人，而毋寧當作一項過渡性的人
事布局，其角色扮演一如1975-1978年間的嚴家淦，只要國民黨內部權力接班
態勢明朗、人選底定，則1988年7月預定舉行的國民黨十三全大會之後，李
登輝八成不會再作為該黨副總統候選人參加1990年大選。蔣經國的這一接班
安排，首先為1984年孫運璿中風所打亂，之後則因蔣經國猝逝導致破局。9

雖說1988年李登輝接任總統事出偶然，然而後續國民黨內延燒經年之
宮廷內鬥，以及最終由李登輝所領軍之主流派勝出，則無法以偶然二字輕鬆

帶過。其過程中當事人之動心忍性及縱橫捭闔，充滿著複雜算計及高強度張

力，不時可見臺灣政治與社會變遷的結構性因素及發展趨勢。而身處其中的

李登輝，除非心甘情願拱手讓出權力，否則勢必需要放手一搏，與各路反撲

勢力周旋。這一處境之險惡，當事人李登輝最了然於心。根據他卸任總統之

後的口述，在1988年1月13日夜間宣誓繼任中華民國第七任總統之後，遲至9
時許才驅車返家，沿路上「逐漸平復情緒」、「望著窗外茫然的夜色思忖，

『先把一切穩定下來再說』」。而為了求穩定，「手中無一兵一卒的李登輝

必須完全服膺『蔣規李隨』」。10

所謂「蔣規李隨」，同樣反映在李登輝總統任期前五年有關中國問題

及國家定位的公開講話上。前文已提過，李登輝在接任總統之初，幾乎完全

繼承蔣介石以降傳統國民黨對於國家主權的論述方式，譬如1988年2月22日
舉行繼任總統後首次公開記者會，李登輝在回答提問時指出：「如果是中共

『四個堅持』沒有放棄的話，我認為將來與大陸統一的問題是絕對有困難

的。我們中華民國現在所主張的三民主義之下的自由民主的社會，本人認為

9 李福鐘，〈蔣經國晚年接班危機與威權體制鬆動〉，《臺灣風物》，第71卷第3期（2021年9
月），頁55-110。尤其該文頁89-92，特別針對李登輝並非蔣經國所屬意之接班人選，作了相
當程度論證。

10 李登輝口述，鄒景雯採訪記錄，《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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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適合中國人的生活。」11 這種表述模式，是標準蔣經國時代「三民主義統
一中國」的公式化說法。

再譬如1988年4月11日接見美國1960年普立茲小說獎得主亞倫．朱瑞
（Allen S. Drury），李登輝特別為蔣經國所制定的「三不」12 政策進行辯
護：「中華民國的『三不』政策，乃是基於多年來對共黨統戰的了解及經驗

而逐漸形成的。三十餘年來復興基地的進步與繁榮，實有賴我們絕不接觸、

不談判與不妥協立場。」13

然而事實上，半個多月後（4月28日）亞洲開發銀行（ADB，以下簡稱
「亞銀」）第二十一屆年會在馬尼拉召開，中央銀行總裁張繼正代表我國參

加，此舉不僅作為李登輝此後十餘年「務實外交」路線的發軔，14 同時也等
於打破了蔣經國「三不」的藩籬。因為亞銀稍早更改我國會籍為「中國臺

北（Taipei, China）」，中華民國代表出席年會勢必與中國代表同臺，所謂
「不妥協」、「不接觸」已形同具文。再加上隔（1989）年5月亞銀年會在
北京舉行，李登輝指派財政部長郭婉容出席，這是1949年之後中華民國政府
官員第一次「登陸」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三不」政策至此壽終正寢。

如果將一系列事件交叉比對，則會發現當李登輝在諸多公開場合口口聲

聲為「三不」辯護時，實際政策上他已經準備跳脫舊有框架，朝向與中共政

權既「接觸」又「談判」的方向前進。1989年5月4日亞銀年會在北京召開，
當會場演奏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時，郭婉容雙手抱胸起立致意；而李登輝四

天後（5月8日）接受日本《讀賣新聞》書面訪問，仍堅持郭婉容率團訪問北
京「不牴觸三不政策」。他的說法是：「此次財政部郭婉容部長以亞銀理事

11 李登輝先生言論集編輯委員會，《李登輝先生言論集（七）》，頁50。
12 所謂「三不」政策，係蔣經國為對應1979年伊始中國對臺灣大張旗鼓展開的「和平統一」文
宣攻勢，因而在該年4月4日提出「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三項原則，作為「反制敵人
最有利的武器」。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大陸工作會編，《反擊共匪統戰參考資料彙編》

（臺北：編者，1987年），頁123。
13 李登輝先生言論集編輯委員會，《李登輝先生言論集（七）》，頁141。
14 相關過程及其政策意義，參考李福鐘，《臺灣全志．卷七 外交志．國際組織篇》（南投：國
史館臺灣文獻館，2015年），頁19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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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分率團參加在北平舉行的亞銀年會，唯一目的是在維護及履行我國為亞

銀創始會員國的權利及義務，並非和中共政權接觸。」15

李登輝一方面口頭上宣稱政府仍堅持「三不」政策，另方面則又屢屢突

破蔣經國時代外交及中國政策的窠臼，這種表裡不一的矛盾，只能以李登輝

口中所說的「穩定為先」、「蔣規李隨」來解釋。國民黨權力集團內部抵制

改變的勢力依舊十分強大，1988年10月17日李登輝發布命令讓總統府秘書長
沈昌煥「請辭照准」，接著副秘書長張祖詒也跟著下臺，就因為沈昌煥反對

李登輝訪問新加坡。16 訪問新加坡是李登輝務實外交的重要起手式，而「蔣
規李隨」則是一種平息黨內雜音的手段。李登輝總是三不五時發表一些堅持

「三不」政策的講話，但另一方面則試圖尋找既有中國政策的破口。1988年
4、5月間北京透過南懷瑾將私下溝通的邀約送達李登輝，李密而不宣，迨兩
年後時機成熟，李登輝即邀請南懷瑾來臺面晤。17

在李登輝擔任總統的前幾年，類似心口不一的情況，屢見不鮮。筆者曾

以馬基維利主義（Machiavellism）形容之，18 但也許李登輝不認為自己玩弄
權術，而是務實主義。自從1989年3月訪問新加坡之後，李登輝開始順著媒
體說法稱自己的外交路線是「務實外交」，而務實二字，也經常被李登輝拿

來形容自己的處世哲學並藉機訓勉下屬。1991年9月20日李登輝出席革命實
踐研究院（以下簡稱「革實院」）省市議員工作研討會，演講時表示：

當我們決定了奮鬥目標之後，不要因為社會變遷，功利主義盛行，

價值觀念改變等等，就把自己目標模糊掉，這是不行的。中華民國

在臺灣，怎麼樣往下發展，怎麼回到大陸，這是我們必須走的路。

15 李登輝先生言論集編輯委員會，《李登輝先生言論集（八）》（臺北：正中書局，1993年初
版二刷），頁289。

16 參見周玉蔻，《李登輝的一千天（1988-1992）》（臺北：麥田出版公司，1993年），頁51-
60；張慧英，《超級外交官—李登輝和他的務實外交》（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6
年），頁15-16。

17 李福鐘，《國統會與李登輝大陸政策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0年），頁45-
48。

18 李福鐘，《國統會與李登輝大陸政策研究》，頁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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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些目標怎麼去達成，就要動腦筋了。有關這個問題，不要因

為過去所訂定的辦法行不通，就不做了，要以務實的態度選擇可以

做到的部分先做。19

「以務實的態度選擇可以做到的部分先做」，詳實又貼切地詮釋了李登

輝在1988年繼任總統之後，處理國政、推動改革、應付黨內鬥爭、與北京
打交道，諸多重大施政的決策準則。基本上李登輝是學者出身，在出席國民

黨革實院演講時，經常把會場當教室，拿自己的從政心得拿來當教材。他在

1989年4月21日同樣是革實院的研習場合，不斷強調為了突破現狀、解決問
題，「重要的不是理論，而是事實」。他說：「現在有某些人士，一談到我

們民主政治的實施，就說要回歸憲法。……但是憲法只是國家的『大法』，

要怎樣去克服推行時所發生的許多現實問題，才是最重要的。」20

就是這種務實主義、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哲學，讓李登輝在擔任總統

十二年間，經常性的心口不一，以便應付來自國民黨非主流派、中國共產

黨、以及所有阻撓其推動改革大計的敵對勢力的挑戰，最終目的則在於實現

欺敵致勝戰果。必須說，這是李登輝作為終結威權統治、推動臺灣民主化的

偉大政治家，不得不採取的領導統御技巧及戰術手段。

就拿上引1991年9月20日李登輝出席國民黨革實院省市議員工作研討會
的講話為例，這應該是李登輝第一次在公開場合使用「中華民國在臺灣」這

一概念。但接著他馬上說：「怎麼回到大陸，這是我們必須走的路」。坦白

說，從1988年起至1995年發生臺海危機之前，類似這種相互牴觸卻由李登輝
隨手拼貼的話語，屢見不鮮。像1989年元旦祝詞他開始使用「臺灣經驗」一
詞，21 但不久之後他就將「臺灣經驗」與「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合併一起使
用。22

19 李登輝先生言論集編輯委員會，《李登輝先生言論集（十）》（臺北：正中書局，1993年初
版二刷），頁480。

20 李登輝先生言論集編輯委員會，《李登輝先生言論集（八）》，頁254-255。
21 李登輝先生言論集編輯委員會，《李登輝先生言論集（八）》，頁59-60。
22 1989年6月16日李登輝主持陸軍軍官學校建校六十五週年校慶大會，致詞時他說：「使『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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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否認，自從李登輝擔任總統之後，透過各種公開致詞、政策宣傳，

「臺灣經驗」與「中華民國在臺灣」，甚至是「中華民國臺灣」23 等概念，
開始成為標準官方語彙的一部分。類似語彙的普遍使用，有助於臺灣社會

文化及民眾心理朝向本土化方向逐步邁進。但同一時期，李登輝亦大量使用

「國家統一」、「胸懷大陸」等傳統國民黨關於中國認同的語彙。這是否也

是李登輝「心口不一」的計謀之一？

本文傾向認為，1988年至1992年這段期間李登輝的心口不一，是一種
刻意的欺敵演出。因為不久之後，海基會與海協會數度交手的經驗，迫使李

登輝必須在國家定位問題上作更清楚表態，此時他的真實想法—中華民國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分裂國家」（divided nations）的構想，終於浮上檯
面。24 1992年下半年李登輝在「一個中國」問題上的表態與攤牌，不可能是
未經深思熟慮的魯莽行事。這跟他繼任總統後的其他改革措施，例如務實外

交及大規模修憲，如出一轍。李登輝繼位之後在「蔣規李隨」及「心口不

一」兩項戰術策略的掩護之下，悄悄改變了兩蔣父子多年來的「一個中國」

國家定位。

叁、1992年至1998年：隱藏版分裂國家模式

所謂分裂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有兩個最重要實例—東西德與

南北韓。越南也一度被視為分裂國家，只是1975年越南共和國滅亡後，分
裂狀態亦隨之結束。25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因為聯合國內有關

經驗』登上大陸，使大陸同胞爭自由、爭民主的運動，與我們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努力合

流。」見李登輝先生言論集編輯委員會，《李登輝先生言論集（八）》，頁324。
23 李登輝總統自1993年開始混用「中華民國臺灣」、「中華民國在臺灣」兩種說法，以突顯中
華民國立基於臺灣的事實。參見行政院新聞局編，《李總統登輝先生八十二年言論選集》

（臺北：編者，1994年），頁135、185。
24 詳下節敘述。
25 有關分裂國家理論及國際政治之討論，參考申相振，《分裂國家—交叉承認模式》（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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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代表權」問題難解，美國從未停止思考以「兩個中國」方案解決這一

問題，只是在1971年聯大第2758號決議通過前，始終沒有機會真正實踐這一
構想。26

至於兩蔣父子生前，從未改變中華民國才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堅持，

這種堅持有兩個常見的俗稱—「正統」及蔣介石偏愛的「漢賊不兩立」。

為此，「兩個中國」模式從未被蔣氏政權所接受。27 國民黨傳統的國家定位
論述，中華民國才是中國唯一合法政權，不管全世界還有多少國家願意承認

這種空話。28

上一節已經介紹，1988年初繼大統的李登輝在談到國家定位時，完全遵
循傳統國民黨的語彙，包括聲稱中華民國才代表中國正統。29 他的這類話語
表現得如此自然而真切，聽者往往困惑於不久之後，他的說法就變了。1991
年4月25日李登輝接受法國《國際政治季刊》（Politique Internationale）書
面訪問，針對未來若有他國承認中共政權時，中華民國之立場為何？李登輝

26 相關討論，尤其是詹森（Lyndon B. Johnson）總統之國務卿魯斯克（D. Dean Rusk）在1966年
一度強烈建議詹森採取「兩個中國」模式解決聯合國內之相關爭議，參考李福鐘，〈1966年
美國對臺政策的困局與抉擇〉，《國史館館刊》，第59期（2019年3月），頁77-113。

27 多年前臺灣媒體上曾出現一場爭議，當時的國民黨立委章孝嚴聲稱1971年聯合國大會召開
前，蔣介石已「默許」美國向聯大提出「雙重代表權案」，見〈章孝嚴：蔣公默許聯國雙重

代表權〉，《中國時報》，2002年7月25日，版4。然而根據筆者研究，在該次聯合國大會召
開前，蔣介石的決策仍是要求我國代表團主打「重要問題」案，而「雙重代表權案」（亦即

「兩個中國」方案）僅僅扮演「助攻」角色，目的是展現蔣氏政權態度有所軟化，試圖和緩

聯合國內我國盟邦的不滿，以說服這些盟友繼續投票支持「重要問題案」。這也是為什麼

「重要問題案」在投票時排在第一順位，而「雙重代表權案」僅排在第三順位；至於阿爾巴

尼亞所提之「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合法權利案」則排在第二順位。當阿爾巴尼亞提案順利

通過之後，「雙重代表權案」遂成為不需表決的廢案。參考李福鐘，《臺灣全志‧卷七 外交
志‧國際組織篇》，頁161-163。

28 從1971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代表團被逐出聯合國，至1979年1月1日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交，7年又2個月的時間，全球共有42個國家與我國斷交。見衛民，《中華民國的雙邊外
交—功能主義外交的檢討》（臺北：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1991年），頁4。

29 最直接的事例，或許是1989年3月9日訪問新加坡返國後的記者會上，李登輝公開表示：「中
華民國在我們中國傳統的歷史上，究竟所占的地位如何？我認為中華民國是一個正統的繼承

者。」見李登輝先生言論集編輯委員會，《李登輝先生言論集（八）》，頁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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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如下表述：

今年五月，我們將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今後將繼續在國際間堅持一

個中國的原則，並希望與中國大陸彼此採取相互尊重互不排斥的立

場，共同參加國際組織與活動，以發展兩岸之間的良性互動關係。

一九九○年之前的西德與南韓，基本上並不干涉東德及北韓發展對

外關係，導致同時承認兩德的國家高達一百二十二國，同時承認兩

韓的國家亦有八十三國。事實證明，此一事實並未影響到德國統一

的大業，亦未阻礙南北韓近期的統一談判。此一政策的原則與立

場，值得分裂國家參考與借鏡。這種說法，並非表示中華民國有意

走向「兩個德國」或「兩個中國」之模式。基本上，我們還是堅持

一個中國，同時希望在此原則下，一方面穩定兩岸的關係，另一方

面拓展外交空間，善盡國際責任。30

不確定是否因為這一專訪刊登在法國期刊，因此並未引起國內媒體足夠

注意。但事實是，這是李登輝頭一次公然主張以兩德及兩韓的「分裂國家」

模式套用在臺灣與中國關係上。再者，由於這是一份書面答覆，因此李登輝

及其幕僚不可能犯下措詞不慎或答非所問的錯誤。本文認為，這絕對是一個

精心策劃的「出口轉內銷」計謀，是李登輝開始試圖以「分裂國家」模式向

國際、中國及國內試水溫的小小心機。在這一段書面訪問中，李登輝依舊玩

弄了過去幾年「心口不一」的技巧，一方聲稱「今後將繼續在國際間堅持一

個中國的原則」、「非表示中華民國有意走向『兩個德國』或『兩個中國』

之模式」，另方面卻又偷渡東西德和南北韓在國際間雙重承認的外交模式，

希望北京方面能夠「借鏡」。

李登輝何以選擇1991年4月下旬借法國媒體採訪，拋出「分裂國家」的
話題？或許與海基會秘書長陳長文在該月28日訪問北京並與中國國臺辦副主
任唐樹備舉行會談有關。在4月29日的會談中，唐樹備提出了中國方面的「五
點原則」，其中最重要的第一點及第二點為：

30 李登輝先生言論集編輯委員會，《李登輝先生言論集（十）》，頁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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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在處理海峽兩岸交往事務中，應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任

何形式的「兩個中國、「一中一臺」，也反對「一國兩府」以及其

他類似的主張和行為。31

李登輝搶在唐樹備就「一個中國」向陳長文下馬威之前，先在歐洲媒體

上倡議「兩德模式」和「兩韓模式」，這種操作手法，其實和1999年7月藉
著德國之音的訪問提出「兩國論」，幾乎一模一樣。只不過1991年中國方面
亟於和臺北開啟政治談判，再加上李登輝的書面訪談也提到「今後將繼續在

國際間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中國取其所需，因此並未藉題發揮。

然而李登輝此次訪談所作表述，其實存在相當風險，因為中國一心一意

要臺北方面承諾「一個中國原則」，李登輝此時平白無故送上這句話，如果

北京硬是抓住這一把柄，後續恐怕有口難辯。不過從這段插曲，亦可以看出

從海基會與中國海協會在1990-1991年間正式交手起，國民黨政府從李登輝
以下，仍需重新學習重大政策的表述方式與技巧，尤其當涉及國家主權及國

家定位時，以免一不小心，落入中共當局設下的語言陷阱。李登輝試圖拋出

「分裂國家」概念，另方面卻又承諾「一個中國原則」，不得不說是一次失

誤。

雖然中國在兩岸談判過程中的文字表述能力一開始遠勝臺灣，不過急

於求成的結果，往往犯下欲速則不達的錯誤。在1991年4月及11月唐樹備兩
次與陳長文會談，以及1992年3月周寧、李亞飛代表海協會與許惠祐會談，
中國方面持續拿「一個中國原則」向海基會施壓，否則後續事務性協商一概

免談。32 這一威脅利誘，給予李登輝充分的理由要求國家統一委員會（簡稱
「國統會」）討論並定義何謂「一個中國」。33 最終國統會在1992年8月1日
通過了中華民國方面有關「一個中國」的表述方式，與本文相關的第一、第

31 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編，《「九二共識」歷史存證》（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年），頁40-
41。

32 李福鐘，《國統會與李登輝大陸政策研究》，頁81-85。
33 相關經過，參見李福鐘，《國統會與李登輝大陸政策研究》，頁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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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點如下：

（一）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雙方所賦予之涵義

有所不同。中共當局認為「一個中國」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將來統一以後，臺灣將成為其轄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我方則

認為「一個中國」應指一九一二年成立迄今之中華民國，其主權及

於整個中國，但目前之治權，則僅及於臺澎金馬。臺灣固為中國之

一部分，但大陸亦為中國之一部分。

（二）民國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起，中國處於暫時分裂之

狀態，由兩個政治實體，分治海峽兩岸，乃為客觀之事實，任何謀

求統一之主張，不能忽視此一事實之存在。34

這一個由國統會所通過之「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主旨與一年多

前李登輝提供給法國《國際政治季刊》的書面訪談內容，有若干若合符節之

處—中華民國雖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兩岸目前是分裂國家狀態。只

不過國統會這一決議文件並未提及「兩個德國」或「兩個韓國」，也未明說

兩岸關係為「分裂國家」，而是聲明「中國處於暫時分裂之狀態」、「由兩

個政治實體分治海峽兩岸」。

當這份文件草案1992年8月1日送交國統會第八次委員會議討論時，國統
會委員同時也是總統府國策顧問陶百川反對最為激烈，他在發言中提出：

我認為假定一個中國涵義的文件公布以後，有一點顧慮，是不是會

被人家認為，我們把分離的事實，一中一臺的事實，把兩個中國的

事實，放在我們很重要的文件上，會不會引起人家的口實，以為我

們的立場是在提倡兩個中國，導向一中一臺，導致兩個中國，會不

會引起人家懷疑？請各位鄭重考慮一下。⋯⋯我主張把這文件送回

研究委員，把它束之高閣。35

34 文本全文，見李福鐘，《國統會與李登輝大陸政策研究》，頁89。
35 「國家統一委員會第八次委員會議紀錄（錄音謄寫稿）」，〈國統會委員會議〉，《總統
府》，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200000000A/0081/2050604/0001/007/011/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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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國統會這一份「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文件，第一點聲稱「海

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但第二點明顯嘗試將1949年之後的
臺海分治狀態，以「兩個政治實體」文字形成為某種類似主管機關之函釋。

陶百川的反對意見完全表現了自兩蔣統治時代以來關於國家定位的立場—

「一個中國，一個合法政府」，為此他反對國統會以機關函釋方式傳達出的

「一個中國，兩個政權」立場。如果連陶百川都看得出這份文件偷渡了一種

新的、顛覆性的國家定位論述，那麼，難道北京當局看不出來？

前文所引唐樹備在1991年4月29日所提出的中國方面「五點原則」，已
經很清楚表示「反對『一國兩府』以及其他類似的主張和行為」，那麼國統

會在1992年8月1日所通過的「關於『一個中國』義涵」，究竟如何能夠成為
繼續與中國談判協商的通關密語？

因此後續1992年10月的香港會談及隔年（1993）新加坡辜汪會談之所以
接續展開，事實上是雙方均採取睜隻眼閉隻眼的態度，先迴避彼此對於「一

個中國」定義之不同，以便宜行事方式換取談判成果的一連串作為。36 由於
這並非本文主題，此處不多作解釋。本文所關注的是，在國統會以機關函釋

方式賦予總統得以倡議「分裂國家」之正當性後，加上1993年2月郝柏村卸
任行政院長，李登輝實際掌握外交及中國政策之決策權，李登輝有關國家定

位與兩岸關係的發言，隨即朝向「分裂國家」方向前進。

1993年的總統元旦祝詞，李登輝發表了一段寓義深長的宣示：

在日益頻繁的國際互動關係中，逃避是一種可恥的行為，孤立是一

種畏縮的心態，同時，隨著中華民國民主政治的推行與經濟力量的

壯大，我們正逐一開啟國際組織的大門，也必將承擔日益重大的國

際責任。面對此一開展中的新情勢，我們不應以海峽的鴻溝自限，

而當以更開闊的襟懷，更宏遠的氣魄，昂頭挺胸，欣然趨前，為世

界新秩序的建立，提供更大的貢獻。37

36 相關過程及分析，參考李福鐘，《國統會與李登輝大陸政策研究》，頁90-105。
37 行政院新聞局編，《李總統登輝先生八十二年言論選集》（臺北：編者，1994年），頁25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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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文字表面上看來係強調開展外交工作，以「開啟國際組織大門」，

但又補上一句「不應以海峽的鴻溝自限」。因此若要追究其微言大義，不妨

直白翻譯成：「不管中國方面如何打壓，也要想辦法加入國際組織」。

李登輝這裡所說的國際組織，自然不是非政府組織（NGO），而是政府
間國際組織（IGO）。中華民國自從失去聯合國席位之後，連年被逐出全球
多數須以主權國家為資格之國際組織，截止1992年，名義上雖還擁有10個政
府間國際組織會籍，然實際上真正能夠出席開會的，僅有個位數，而且多數

為金融、經濟、農牧性質之組織，例如國際畜疫會（OIE，現名國際動物衛
生組織WOAH）、國際棉業諮詢委員會（ICAC）。其中亞洲開發銀行，已
經算是我國政府能夠參與較有影響力之國際組織。38

就因為這種屈辱處境，1991年6月立法委員黃主文等86名民意代表在立
法院提案通過「以中華民國名義申請重返聯合國」。而行政院遲至1993年2
月方纔成立跨部會之「參與聯合國決策小組」，時間點恰好發生在郝柏村內

閣確定總辭之際。

在「重返聯合國」號召獲得朝野普遍支持下，李登輝藉1993年4月9日蒞
臨第二屆國民大會第三次臨時會開幕典禮致詞的機會，一方面宣示積極爭取

參與聯合國，另方面則要求中國當局正視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存在事實：

登輝在此鄭重宣告，我們要積極爭取參與聯合國。我們希望，在未

來三年內，此一問題能受到國際間普遍的重視，認真的考慮。⋯⋯

中共當局應該拿出勇氣，重新認識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現實與發展

過程。因為臺灣發展的歷程，正是未來中國大陸必須借鏡的經

驗。⋯⋯如今，我們可以明確向世人宣告：只要能務實，中國人有

能力發展經濟，使民生富裕；只要有公義，中國人可以力行法治，

使社會安定；只要有決心，中國人可以實行民主，使國家長治久

安。我們可以肯定、樂觀的說，民國八十年代是中國歷史上新時代

38 參考李福鐘，《臺灣全志‧卷七 外交志‧國際組織篇》，頁17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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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開端。39

當然，正如李登輝2003年3月15日參加李氏宗親會第四、五屆理事長與
理監事交接典禮時所說的，這一段時間他尚未自稱「臺灣人」，而是通篇以

「中國人」自居。不過加入聯合國必然是主權國家才擁有的權利，李登輝

公開將之作為政府施政目標，已經蘊含日後將兩岸定位為對等國家的政策導

向。

1993年4月兩岸間的大事是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計畫前往新加坡與海協
會會長汪道涵會面，而4月7日至11日正是海基會秘書長邱進益前往北京敲
定辜汪會談細節的重要時刻，李登輝選擇這種時間點發表「參與聯合國」、

「重新認識中華民國在臺灣」等言論，用意顯然在平衡中國方面以「兩岸和

談」為導向的政治宣傳。等到辜汪會談結束，李登輝開始加碼演出，1993年
5月4日於接見北美和歐洲地區華文新聞傳播界人士時，李登輝指出辜汪會談
的種種安排顯示「我們和中共的對等地位已是個不容否認的事實」，他並表

示：「統一是我們的目標，在這之前，中共應體認中華民國在台灣發展的歷

史事實，並且不應阻礙我在國際發展的空間，不以武力犯台，以對等的實體

對我。」40

李登輝的話語技巧表現在一方面讓政治對手聽到渴望的內容，另方面又

偷渡自己想達成的目標和想做的事情。這種技巧一如1992年以前在言語上的
「心口不一」手法，先讓對手卸除心防，然後摻雜對自己有利的陳述以扭轉

戰局。1993年5月4日李登輝的講話，一方面告訴北京當局「統一是我們的目
標」，另方面又主張「（兩岸）對等地位已是個不容否認的事實」，這種高

難度的語言平衡技巧，是李登輝十二年總統任內，經常性用來對付政敵的手

段，不管是在國民黨內，還是面對一海之隔的中國。

不過，偶爾也有暴衝的狀況出現。1993年11月經濟部長江丙坤代表李總
統前往美國西雅圖參加亞太經合會議（APEC）時，在公開記者會上表示：

39 行政院新聞局編，《李總統登輝先生八十二年言論選集》，頁25-27。
40 〈李總統：兩岸對等地位不容否認〉，《聯合報》，臺北，1993年5月5日，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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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統一條件未成熟前，中華民國當局將以務實態度，採取以一個中國為指

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政策。」41 這則新聞同一天即遭到總統府發言人戴
瑞明反駁，戴瑞明表示根據國統綱領，追求國家統一政策並無改變。42 而江
丙坤私下則對記者表示，所謂「一個中國、兩個主權國家」的表述方式，係

出發前和外交部討論的結果，用意在於APEC部長級會議中一旦遭遇中國矮
化我國政府主權時，作為反駁之用。43

筆者認為這起事件是「不小心的心口合一意外」。當時的外交部長是錢

復，何以會在APEC開會前作出如此暴衝的沙盤推演？又或者，是李登輝刻
意假借江丙坤之口測試風向？多年來相關當事人均未加以澄清。不過從第一

時間戴瑞明的公開否認，筆者相信李登輝直到1993年，仍未打算將處心積慮
的「分裂國家」或「兩個中國」政策提早端上檯面。與北京打交道是一件必

須謹慎小心與步步為營的工作，一如過去對付國民黨內政敵，1993年辜汪
會談舉行前後，「心口不一」仍是對付中國的必要手段。不過從西雅圖上演

的「心口合一」意外事件，筆者判斷李登輝仍在等待時機，以便將隱藏版的

「分裂國家」論述公開化。只不過，1995年的臺海軍事危機打亂了這一布
局，等到1999年，李登輝乾脆直攻兩國論。

肆、1998年至2000年：兩國論

本文認為李登輝自1988年繼任總統開始，在面對中國問題時，持續以「心
口不一」的模式和北京周旋，過程中偷渡夾帶了兩德與兩韓的分裂國家模式，

試圖要北京接受中華民國在臺灣是所謂「政治實體」（political entity）。此階
段的李登輝並未直接使用「國家」一詞，以避免兩岸對話決裂。

41 〈江丙坤：將採一個中國為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政策〉，《中國時報》，1993年11月22
日，版1。

42 〈總統府發言人戴瑞明強調 我根據國統綱領追求國家統一政策並無改變〉，《中國時報》，
1993年11月22日，版1。

43 〈江丙坤說法 外交部知道〉，《中國時報》，1993年11月22日，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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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登輝對中共政權的惡感，在1989年「六四事件」以及兩年後蘇
聯解體的影響下，益加表露無遺。44 而更露骨的批評，則出現在1994年3月
「千島湖事件」發生後，4月9日李登輝參加臺灣省第九期鄉鎮市區長講習會
發表講話：「看看中共一大堆的惡勢力，結成一個黨，像土匪一樣，害了我

們這麼多的同胞，這種政府也叫做『政府』？這種政府人民應該早就不要它

了。」45

一句「像土匪一樣」當天馬上引爆媒體輿論。可以斷定，這是李登輝

「心口合一」的真情流露。基本上這種話語只有在地方基層活動時李登輝才

會脫口而出，當面對國際媒體採訪，或是代表官方正式講話，李登輝在論及

兩岸關係及中國政策時，其措詞的「心口不一」程度立即升高，相信這是李

登輝及其幕僚極度小心謹慎的成果。

這種小心謹慎的字斟句酌狀態，一直維持到1995年李登輝訪問美國康乃
爾大學之前。在這段期間（1993年至1995年6月），李登輝持續站在臺、中
互為政治實體的立場，要求北京停止在國際外交上打壓中華民國生存空間，

以及放棄對臺使用武力。至於提出的誘餌，則是願意就結束兩岸敵對狀態，

與北京當局舉行政治談判。46 李登輝顯然判斷，或許有機會藉著讓江澤民收
割兩岸政治談判成果，換取臺灣重回國際政府組織，甚至是邦交國雙重承

認。不管可能性多低，李登輝1993年至1995年間的中國政策，確實主打兩岸
政治談判牌，試圖以此換取臺灣國際空間。這一策略，目標仍在於促使國際

社會以東西德及南北韓的分裂國家模式思考臺海現狀。

只是李登輝的這一策略，終究引起中共內部對臺強硬派的戒心。1995年
訪問康乃爾大學事件，引爆了這批人的怒火，因此導致1995年至1996年的

44 李登輝的相關發言甚多，見於1989年至1994年的諸多演講中，主旨不外乎共產黨政權注定失
敗滅亡，民主自由是必然的道路。限於篇幅，本文不一一列舉。

45 行政院新聞局編，《李總統登輝先生八十三年言論選集》（臺北：編者，1995年），頁40-
41。

46 關於此點，最具代表性的發言為李登輝1995年4月8日藉參加國統會第十次全體委員會議時的
致詞，相關部分見行政院新聞局編，《李總統登輝先生八十四年言論選集》（臺北：編者，

1996年），頁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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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海軍事危機。迨1996年3月中華民國第九屆總統選舉結束，臺海軍事危機
迅速劃下句點，李登輝又恢復1993年以來希望中國承認臺灣作為政治實體，
以交換兩岸舉行政治談判的策略。只是這一次李登輝提出更具吸引力的誘

餌—願意親赴中國訪問。他在1996年5月20日就職典禮的講話如下：

二十世紀的中國，是一個苦難的國家。先是外患不斷，而後，五十

年來，又因意識形態的不同，造成「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悲劇，積

累了同胞手足間的對立與仇恨。登輝一向主張，在邁進二十一世紀

的前夕，海峽雙方都應致力結束歷史的悲劇，開創「中國人幫中國

人」的新局。⋯⋯但是，由於中共始終無視於中華民國在臺、澎、

金、馬地區存在的事實，致使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時生波折。

中華民國本來就是一個主權國家。海峽兩岸沒有民族與文化認同問

題，有的只是制度與生活方式之爭。在這裏，我們根本沒有必要，

也不可能採行所謂「臺獨」的路線。四十多年來，海峽兩岸因為歷

史因素，而隔海分治，乃是事實，但是海峽雙方都以追求國家統一

為目標，也是事實。兩岸唯有面對這些事實，以最大的誠意與耐

心，進行對談溝通，化異求同，才能真正解決國家統一的問題，謀

求中華民族的共同福祉。今天，登輝要鄭重呼籲，海峽兩岸，都應

該正視處理結束敵對狀態這項重大問題，以便為追求國家統一的歷

史大業，作出關鍵性的貢獻。在未來，只要國家需要，人民支持，

登輝願意帶著二千一百三十萬同胞的共識與意志，訪問中國大陸，

從事和平之旅。47

仔細分析這段講詞，可以看出李登輝及其幕僚字斟句酌的用心。首先

他講出了讓北京既中聽又渴望得到的東西，包括「不可能採行臺獨路線」、

「雙方都以追求國家統一為目標」，尤其是「訪問中國大陸，從事和平之

旅」。但同時，這段講話又摻雜了「中華民國本來就是一個主權國家」、

「中共始終無視於中華民國在臺、澎、金、馬地區存在的事實」。用通俗的

47 行政院新聞局編，《李總統登輝先生八十五年言論選集》（臺北：編者，1997年），頁132-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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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李登輝送給北京的這塊肥肉是帶刺的，就看中共政治局的決策者要不

要選擇吞下。

回到本文主題，從李登輝1988年正式掌權以來，他在面對黨內鬥爭及與
中國鬥爭時，其話語的選擇始終是一種「心口不一」的模式，首先是讓對手

聽得舒服，但目的在於引誘對方拿東西來交換。直到1999年因為公開「兩國
論」導致兩岸談判破局以前，李登輝的策略就是不斷以「共同追求統一」、

「兩岸政治談判」作為引誘，要求中國方面承認中華民國在臺灣的事實，實

際上是一種「兩個中國」策略。不妨再仔細檢視1996年5月李登輝就職典禮
的演說，他提出了「我們根本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採行所謂『臺獨』的路

線」，但是，並沒有說不採行「兩個中國」。而李登輝的通篇講話，不斷強

調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成就與尊嚴，用意正在提醒中國當局，臺海兩岸係以一

種「對等」狀態存在，只有先承認這一事實，其他後續再談。

李登輝的這一策略有沒有收到預期效果？本文認為，雖然北京並未照單

全收，但可能覺得掙回了一些面子，加上美國總統柯林頓在臺海危機結束後

馬上派特使訪問北京，48 中國當局自認為找到臺階下，於是同意恢復海協會
與海基會的互訪。1998年10月14日，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訪問上海，當天下
午與海協會會長汪道涵舉行會談，辜振甫特別提及按照1945年的〈波茨坦宣
言〉，日本係將臺灣「歸還給中華民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辜振甫的

邏輯是日本戰敗歸還臺灣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成立，據此可以證明「一

個分治的中國」是歷史事實，更是政治現實。據媒體報導，汪道涵聞言後並

未多作回應，僅藉口餐敘要大家吃飯再聊。倒是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稍

晚在記者會上再次強調「一個中國」原則，並要求兩岸儘速舉行政治性對

話，並開放三通。49

48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安東尼．雷克（Anthony Lake）1996年7月在美國著名中國通、亞太助理國
務卿羅德（Winston Lord）陪同下，訪問北京，咸信目的在於溝通美中關係及和緩臺海情勢。
在雷克訪問北京一年多之後，臺灣海基會與中國海協會1997年11月又開始恢復高層互訪。見
〈雷克、羅德抵北京訪問〉，《聯合報》，1996年7月7日，版1。

49 〈一個分治中國 兩岸對等是歷史和現實〉，《中央日報》，臺北，1998年10月16日，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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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振甫1998年訪問上海和北京，顯然是有備而去，其事先的沙盤推演即
是過去多年來李登輝所主打的「分裂國家」和「兩個中國」立場，否則辜振

甫不會主動提及〈波茨坦宣言〉。其實〈波茨坦宣言〉並未指明日本須將臺

灣歸還中華民國，〈波茨坦宣言〉第八條所規定的是：「〈開羅宣言〉之條

件必將實施，……」，50 而規定臺灣須交還（shall be restored to）中華民國
的是〈開羅宣言〉。51 至於日本投降文書（Japanese Instrument of Surrender, 
Sep.  2nd,  1945）第一條：「余等茲對……於1945年7月26日於波茨坦宣
佈……之宣言之條款，根據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之命令，代表受

諾之。」52 換句話說，既然日本政府係依據〈波茨坦宣言〉投降，而〈波茨
坦宣言〉又表明〈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施行，則辜振甫的邏輯—日本將

臺灣歸還中華民國係依據〈波茨坦宣言〉，亦非全無道理。

總而言之，辜振甫用意在告訴中國，歷史上中華民國於戰後領有臺灣，

現實上中華民國政府有效統治臺灣。所以，他提醒中共決策當局不要對中華

民國視而不見。這番說詞，必然是辜振甫出發前往上海之前，與總統府方面

沙盤推演的內容。

根據李登輝卸任後的口述，就在辜振甫預備前往中國訪問的兩個月前

（1998年8月），在總統府內正式成立了「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小
組（簡稱「強化主權小組」），由蔡英文召集多位年輕法政學者參與研究，

並由當時的國安會諮詢委員張榮豐及陳必照，與總統府副秘書長林碧炤擔任

小組顧問。1999年2月，蔡英文率領強化主權小組的學者，向國安會秘書長
殷宗文就研究心得進行第一次簡報，討論問題之一正是中華民國主權如何

與中共的「一個中國」脫鉤。1999年5月研究報告初步完成，呈報李登輝核

50 〈波茨坦宣言〉（The Potsdam Proclamation）英文全文見Russell Buhite, ed., 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73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73), Vol. IV: The Far East, pp. 7-8. 

51 〈開羅宣言〉（The Cairo Declaration）英文全見op. cit., p.7.
52 〈日本向聯合國降伏之文書〉，英文摘錄可見Hungdah Chiu, ed., China and the Question of 

Taiwan: Documents and Analysi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73), pp. 209-210. 中國國民政府
之官方譯文見何應欽編，《八年抗戰》（臺北：國防部，1969年），頁18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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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研究報告在「前言」部分，建議兩岸應至少定位為「特殊的國與國關

係」，立論根據則是自1991年以來歷次修憲的演變。研究報告同時還提出
多項變革措施，包括修憲、修法、廢除國統綱領，以及未來關於「一個中

國」、「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一個分治的中國」，甚至「一中各

表」等用語都應該減少使用。甚至波茨坦宣言、開羅宣言都對臺灣不利，也

須迴避。53

由於筆者並沒有機會看過這份由強化主權小組所完成的研究報告，因此

難以斷定其所採取的推論究竟為何。不過由李登輝在口述訪談中所透露的內

容，包括「自1991年以來歷次修憲的演變」演繹出「兩岸應定位為國與國關
係」，以及減少甚至不再使用「一個分治的中國」、「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

國」、「一中各表」等內容，並廢除國統綱領。筆者猜測其立論基礎應該是

經過1990年代多次修憲，中華民國在臺灣已蛻變為有別於1928至1949年的另
一個新的中華民國，因此亦不必再糾纏於1949年之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
的「中國代表權」（Chinese Representation issue）爭議。54 也就是說，依
該份研究報告的觀點，1999年的中華民國已是一個新的主權國家，政府應基
於此點認知，重新確立國家定位。至於兩岸關係語彙，亦須基於新的國家定

位，作通盤檢討。

如果以上推論正確，那麼，強化主權小組所建議的國家主權定位，基本

上揚棄了李登輝至少自1993年以來的「分裂國家」與「兩個中國」模式，而
正式跨入中國所稱的「一中一臺」，或是2002年8月3日陳水扁總統公開宣稱
的「一邊一國」論。55 如果說，1999年7月李登輝之所以提出「兩國論」係基
於強化主權小組所作出的報告結論，那麼，本文傾向於認為，「兩國論」在

國家定位上基本類似民主進步黨於1999年5月第八屆第二次全國黨員代表大
會所作成之〈臺灣前途決議文〉：「台灣，固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

53 李登輝口述，鄒景雯採訪記錄，《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頁223-226。
54 所謂中國代表權問題，參考李福鐘，〈1966年美國對臺政策的困局與抉擇〉，頁82-85。
55 陳水扁總統2002年8月3日視訊參加「世界臺灣同鄉會聯合會」於日本東京舉行的第二十九屆
年會時，表示：「臺灣與對岸中國，一邊一國，要分清楚。」見〈陳總統：臺灣與中國 一邊
一國〉，《中國時報》，2002年8月4日，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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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56 而不再糾纏於中華民國是否因〈波茨坦
宣言〉或〈開羅宣言〉等二戰期間同盟國所給予中國政府的承諾方纔占有臺

灣，或者1949年因中國內戰造成兩個政權皆自稱代表合法中國政府的「兩個
中國」立場。「兩國論」的宣示，可以說是中華民國元首第一次聲稱這個國

家已與1949年以前的中國切斷關連性。

另外，依本文主題脈絡，「兩國論」還有另一層意義，即在兩岸關係論

述上，李登輝正式拋棄了1988年以來「心口不一」操作方式，正式走向「心
口合一」。

伍、結論：「心口不一」與兩岸談判

如同前文分析，李登輝在1988年繼任總統後，持續以「心口不一」的話
術技巧應付中國。在這一階段，李登輝對於臺灣與中國之間關係的認知，固

然有其繼承自兩蔣以來「中華民國是中國正統政府」的信念，但李登輝同時

也拋棄了蔣介石時代「漢賊不兩立」的策略，57 持續以務實為導向的決策原
則拓展外交工作。而在對中關係上，李登輝同樣秉持務實原則，1990年之後
很快便放棄蔣經國的「三不」指示，積極謀求與北京方面對話溝通。而為達

成此目的，「心口不一」的說話方式是李登輝必須採取的話術技巧，否則，

如果說出真心話，譬如直接以「土匪」批評1989年中共對天安門民主運動的
鎮壓，或是因為中國政府始終不願承認中華民國主權地位便拒絕對話，都將

違背李登輝在這一階段所欲達成之目標—以對話方式尋求與中國的互動。

畢竟不能否認，自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以來，李登輝是第一個成功建立
與中國對話機制的國家元首，而且在這一階段的兩岸對話過程中，李登輝成

56 〈臺灣前途決議文〉之「參、說明」部分。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秘書處編，《民主進步黨黨
章黨綱》（臺北：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2000年），頁38。

57 錢復在其近年出版的回憶錄中，提及李登輝繼任總統之後不久，某次兩人談話中，李即表示
反對過去「漢賊不兩立」之外交政策。見錢復，《錢復回憶錄．卷三：1988-2005臺灣政經變
革的關鍵現場》（臺北：遠見天下文化出版公司，2020年），頁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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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維持住中華民國主權地位，並未因兩岸對話展開而犧牲國家利益。

不妨說，李登輝深諳與虎謀皮的技巧，既然打算與虎謀皮，在言語上讓

對手占點便宜，李登輝覺得無妨。

然而「心口不一」畢竟有其極限。當1993年起李登輝打算擴大務實外交
戰果，直接訴求重返或參與聯合國之時，中國當局很快便警覺到不能再容忍

李登輝說一套做一套，於是有1993年8月31日的《臺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
白皮書的發表，重申中國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底線。58 中國政府的這一
白皮書，可以視作對李登輝「心口不一」策略的具體警告。

當然，李登輝並未因此就放棄務實外交路線，1995年以康乃爾大學校友
身分訪問美國，終於成為臺海軍事危機的導火線。然而本文認為，真正的具

體原因是李登輝操作「分裂國家」模式並訴諸「兩個中國」已有兩年之久，

中共內部鷹派忍無可忍，決定以軍事手段給李登輝下馬威，並試圖影響1996
年總統大選投票結果。然而超過50%得票率高票當選，反而讓李登輝對自己
的中國政策更加充滿信心。雖然一方面向中國遞出橄欖枝，另方面亦繼續強

調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合法地位，此即辜振甫1998年10月在上海主動提出〈波
茨坦宣言〉的用意。

至於1999年7月李登輝決定放棄多年來「分裂國家」的論述方式，直接
訴求臺灣與中國是「國家對國家」狀態，這對於確立臺灣的主權地位，自然

是重大舉措；而李登輝勢必也了解，如此一來將引起中國震怒，兩岸關係將

出現一段時間的風暴期。顯然此時李登輝已不在乎汪道涵是否能在1999年
下半年訪問臺北，在他的決策天秤中，國家主權地位宣示的重要性已超過了

兩岸之間繼續爾虞我詐的對話。或許，這與他即將卸任總統有關，如果不趕

快確認兩岸的「國與國關係」，李登輝擔心下一任總統會不會從妾身未明的

「兩個中國」模式，退回到喪權辱國的「一個中國」原則。

5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政策白皮書《臺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全文見《中國時報》，1993
年9月1日，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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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臺灣歷史再一次發生意料之外的偶然劇本，2000年3月由民進黨
候選人陳水扁當選總統。陳水扁玩弄「心口不一」的技巧與條件明顯都無法

與李登輝相提並論，因此乾脆在2002年直接拋出「一邊一國」論，可以視作
李登輝「特殊國與國關係」的白話文版。為此直到2008年陳總統卸任，北京
都拒絕與其對話。

既然本文以「心口不一」概念解釋李登輝何以能在總統任內成功與北京

當局展開協商，顯然有必要說明未來我國是否只能以這種方式與中國溝通。

筆者認為，關鍵不在臺灣這一方，而在中國。李登輝的對手是江澤民，與之

後中國共產黨的兩任領導人胡錦濤與習近平相比，江澤民畢竟是一個較願意

與美歐國家溝通對話的中共領導人。在江澤民領導中共期間（1989-2002），
一方面奉行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經濟開放政策，另方面又遵循

同樣為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外交路線。59 1990年代的中國，是文化大革命
結束近半個世紀以來，政治上僅次於1980年代較寬鬆的時期，也是經濟上以
追求高速增長為主要目標的時期。這一期間中國的經濟發展有求於臺灣資金

與技術上的挹注，東亞區域的和平穩定也有助於中國維持與美國和日本之間

的合作關係。不管從經濟面或是國際政治面，持續與李登輝政府對話溝通，

對江澤民都是有利的。

只不過在習近平執政之後（2012-），中國的政策主旋律轉換成「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習近平所訴求的是恢復中國在全球的強權地位，不僅是經

濟面，更重要是政治上及軍事上。在這一背景下，習近平已不需要對臺灣的

「心口不一」給予任何空間，即使有朝一日，臺灣願意再訴諸這一手段與中

國進行對話。李登輝與江澤民交手的時代已經落幕，在2027年或2032年習近
平擔任中共最高領導人任期結束以前，臺灣恐怕很難有適合的切入點，可以

讓習近平點頭願意重啟兩岸對話。除非，再次出現一位中華民國總統願意仿

效馬英九，以「一個中國」為通關密語，換取另一場「馬習會」。

59 關於鄧小平經濟改革政策與「韜光養晦」外交路線，簡單之說明請見李福鐘，〈黨的路線與
權力鬥爭：回顧毛澤東以來中共重大路線鬥爭〉，《遠景基金會季刊》，第23卷第1期（2022
年1月），頁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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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所述，李登輝在其元首任內，率先開啟與中國對話的政府機

制，通過各種精心操作的話術技巧，成功守住中華民國主權地位，未因兩岸

對話而犧牲了國家利益。雖然李登輝的時代已經落幕，但是他所留下的政策

遺產，仍值得未來盤算如何與中國展開對話的我國元首，借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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